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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波拉克是20世纪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开创

性研究构成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的经济

学方法，而他差点成为一名会计师。1932年，当他被

阿姆斯特丹大学录取时，这个18岁的年轻人计划加入

家族会计师事务所。但是荷兰有一项严格的新规定，

要求立志做CPA的人毕业后从事会计工作之前必须取

得经济学学位。结果，波拉克2005年在对IMF的口述

记录中说到，其目标“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了”。

像大萧条时期许多学生一样，波拉克开始关注高失业

和经济低迷。在一边学习研究生经济学课程，一边从

事会计工作一年之后，他对成为CPA失去了兴趣。

实际上，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和国际公务员工作

了70年，这项工作在他正式退休以后还延续了近30
年。他在国际联盟濒临困境时期加入了该组织，并且

大约10年以后，继续被新成立的IMF聘用，他在IMF
帮助实施了一种国际经济合作模式，该模式是他在

1944年参加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的。

波拉克做了30年的IMF高级官员，他对国际货币

体系的发展，包括特别提款权（SDRs）——国际储备

资产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波拉克和同事们

一致认为，他对经济学和IMF最长久的贡献是以他命

名的经济模型。波拉克模型用货币形式解释了一国的

国际收支，从而使经济学家领会了一国国际经济失衡

的原因。通过指出国内信贷创造中国际收支问题的来

源，该模型也使IMF能够为一个国家修正这些问题提

出应对措施。

波拉克在1947年加入IMF（他94岁时还在那里保

留着一个办公室），监督着以固定汇率为基础，以黄

金和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私人资本的作用

很小，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主要担忧国际流动

性——是否存在足够的美元来推动对全球增长和繁荣

至关重要的国际贸易。这种货币体系转变为汇率随着

市场力量自由浮动，而黄金基本上已经不再发挥作

用。如今，私人资本流动支配着国际金融体系。

从1958年到1979年，作为IMF的高级官员，波拉

克有时是标明该货币体系蜕变的痛苦的经济政治决策

的一部分：1965年和1967年IMF对英国贷款的谈判，

SDR的产生，20世纪70年代初全球固定汇率体系的消

亡。后来，从1981年到1986年他是荷兰派驻IMF的执

行董事，其支持者包括两个寻求IMF援助的社会主义

经济体。

大萧条

也许波拉克在大萧条时期发现他适合做个经济学

家，他的第一份重要工作，即他1937年的博士论文，

研究了利于公共工程消除经济低迷。写作过程中，他

寻求了简•丁伯根的指导，后者将于1969年分享第一个

诺贝尔经济学奖。丁伯根已经为荷兰经济构建了一个

计量经济模型，并很快将为美国经济构建一个。1937
年丁伯根为国际联盟进行商业周期的计量经济研究，

已经从阿姆斯特丹迁到了日内瓦，他邀请波拉克作为

助手参加他的工作。

这对波拉克而言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时光，他的办

公桌就在丁伯根书桌的右角。“我有机会就像通过渗

透作用一样吸收他的研究方法，”波拉克在他的一部

论文集的前言中写到，“我相信，在那个办公室中学

到的数学和经济学比我的全部学生生涯所学的还要

多。在日内瓦的研究处于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最前

沿……适合期刊论文的主题像复活节早晨的彩蛋一样

容易发现。”

1939年初，在丁伯根返回荷兰之后和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前不久，波拉克在日内瓦用英语完成了他的第

一部作品。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中，他依据丁伯根建立

的美国计量经济模型计算了普通工人、高收入者和农

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然后得出了一个凯恩斯乘数的估

精巧模型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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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值——这个概念说明了增加支出对收入和产出的最

终影响。

为战争结束作准备

由于战争席卷了欧洲，波拉克及其同事转移了工

作重心。他们已经在期待这场战争的终结，希望从结

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波拉克所认为的 “拙劣的”凡

尔赛协定和两次战争期间许多国家实施的不好的经济

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应用于接下来的和平年代。

到1940年夏季，半个法国已经被占领，德国军队

抵达瑞士边境。“美国的一些重要人物，”波拉克讲

述到，希望维持国际联盟的工作，即使美国不是成员

国，并且说服美国政府把国际联盟的经济学家安置到

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

这意味着把10位经济学家及其家属用巴士从日

内瓦经过被占领的法国转移到佛朗哥控制的巴塞罗

那，“当所有外交关系都非常紧张的时候跨越两个边

境”，然后乘火车到葡萄牙，并将在那里乘上一艘

船。波拉克告诉 «金融与发展»，这是一段“痛苦的”

旅程，一开始他们的巴士就和一辆货运火车相撞，使

巴士被扔在一片洼地，精心安排的计划全打乱

了。

这支队伍终于成功抵达美国，并且在普林

斯顿安顿下来，接下来的3年波拉克在那里准备

了一些关于以下主题的报告，如粮食救济，向

国际社会借款重建的国家的收支平衡，20世纪

20年代的欧洲汇率贬值。1943年4月，波拉克作

为经济学家在荷兰驻华盛顿大使馆获得一份工

作，据报道，同一天纽约时报披露了英国和美

国的战后经济重建计划。他成为布雷顿森林会

议之前的筹备会议中的荷兰代表和1944年7月布

雷顿森林会议的荷兰代表团成员之一。他说，

建立了所谓布雷顿森林机构（IMF和世界银行）

的国家一致认为,这次战后阶段比第一次世界大

战之后“处理的更好”将是至关重要的。“事

实上，的确如此”。

加入起步阶段的IMF

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不久，波拉克加入了

前一年刚成立的帮助欧洲和亚洲国家处理战争

损害和避难问题的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但是

1946年美国停止援助该组织之后，波拉克说他

当时“迫切需要一份工作”。

组建中的 IMF的首任研究部长是Edward 
M.Bernstein，他作为美国财政部的官员曾经是布雷

顿森林会议中的关键人物。他为波拉克提供了研究

部统计室主任的职位，他认为如果IMF的第一任总裁

Camille Gutt批准这项聘任之后，计量经济研究将集中

到统计室。Gutt（比利时前财政部长）在波拉克担任

大使期间认识了他，当时比利时和荷兰正在合作拟定

美元与比利时法郎和荷兰盾之间的汇率，该汇率将由

盟国在使这两个国家摆脱德国的控制之后使用。Gutt
批准了这项聘任，但是提出一项不寻常的附加条件。

他刚把一些部门领导的任命书递交给执行委员会批

准，觉得暂时无法递交波拉克。Gutt告诉波拉克，如

果他愿意冒事后聘任的风险，可以在1947年7月1日开

始工作。“因为我没有任何其他好的选择，所以我接

受了”，波拉克说到。

他利用这段时间进一步研究了他于1939年建立的

开创性的世界经济模型。它是一种只包含8个国家（美

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挪威、荷

兰和瑞典）的简单构造，但这是首次有人建立这种模

型。他把该模型扩展为包括25个国家，并增加了几个

行为方程，最终作为一部著作于1954年出版。它的结

论之一是：大萧条期间世界贸易下降的一半以上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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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需求减少造成的。该模型及其技术是IMF工作人

员早期对世界经济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基础，从这个

意义上说，它是IMF目前使用的更为复杂的模型的前

身。

“这个贸易模型是开拓性研究，但这正是其过

人之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John Williamson
说，他是20世纪70年代末波拉克在IMF的同事。“以

前没有先例，”他补充道，但是有很多后继者，“它

们很快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Williamson指出，

波拉克的这个异常简单而有力的关于货币供给和一国

收支平衡关系的理论完全不同，这个于1957年发表的

模型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波拉克模型

波拉克不仅对一国国际金融失衡的来源提出了新

的看法，而且他的模型也表明了IMF可以向各国推荐

的用于调整失衡的政策措施。“从波拉克模型中得

出的论文肯定有上百篇，利用它的基金项目也有数百

个”，IMF中东中亚部门主任Mohsin Khan说。它的

特点是“把理论和实际工作相结合”，Khan补充到。

Khan在Harry G. Johnson的指导下于伦敦经济学院完成

了有关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的博士学位论文，后者曾

经建立了一种相似的理论。

近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一

种理论的力量在于它的预测力和简洁性——虽然需要

的信息条件很少，却和竞争模型的作用一样，甚至更

好。波拉克基本模型在简洁性以及数据要求方面非常

精巧，只使用了四个方程式。在1997年纪念该模型诞

生4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波拉克说它的简洁性很大程

度上是由现实驱使的：

• 战后初期数据和计量经济模型很少。

• 只有限定于一些关键变量的模型才可

能具有“广泛的，一般的适用性”。

• 政策重心应该是当局可以控制的影响

国际收支的变量——在这种情况下，是国

内信贷创造。

波拉克以如下命题为出发点：在一个

对外开放和实行盯住汇率的经济体中，货

币供给并非像当时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是

一种当局可以独立使用的政策工具，因为

它将反映该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即它与世

界其他国家的金融关系的总和。

正如Khan解释的：“他的模型得出了

货币储备的国内部分（国内信贷）的变化

与国际储备的变化之间的正规关系，从而可

以应用于政策制定。特别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

看，波拉克模型可以得出与某个预期的国际收支水平

相对应的国内信贷值。这就是被基金项目使用的框

架。我们选择一个国际收支（或国际储备）目标，并

推导出相应的国内信贷水平，从而得出基金项目中常

用的‘信贷限额’”。

波拉克模型和世界贸易模型为IMF早期的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当波拉克承担了更多责任的时

候（在1958年继Bernstein之后成为研究部主任，并于

1966年被指定为经济顾问)，该机构的其他需要经常

主导他的日程。“IMF的研究必须解决IMF的实际问

题”，他解释到，例如黄金的作用，一国适当的储备

水平，汇率平衡，或者一国取得出口波动补偿贷款

（Compensatory Financing Facility）的合理方案（该贷

款于1963年设立，以帮助遭受出口暂时性下降损害的

成员国)。“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到处扑火，并且在

这个过程中更加了解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他在IMF工作期间及其之后完成的大量论文的主

题包括：1949年欧洲主要货币贬值的影响（1951)；
二次大战之后国际储备普遍不足（1952)；发展中国

家汇率机制的选择（1988)；转型经济和汇率问题

（1991)。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

他领导基金组织从事国际流动性问题的研究，包括

SDR的创立。他的研究成果已经出了两个合集（波拉

克，1994；波拉克，2004)。而且，波拉克“对于基

金组织的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来说，不仅是老板，而

且是专业的导师。雅克•波拉克使IMF成为把严谨的

经济研究应用于实际政策问题的机构，他在这个方面

比其他任何人的贡献都大”，IMF历史学家James M. 
Boughton说到。为了铭记波拉克的贡献，IMF研究年

会以他的名字命名。

雅克•波拉克（后排左起第二位站立者）在IMF早年的一次研究部的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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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非总是道路艰难。波拉克有时候突发奇想地

寻找这些所谓的“沉闷的科学”的有趣的一面。他用

经济学工具研究流行的桌面拼字游戏以便设计一种有

规律的方法使总分最高（见专栏）。

不同寻常的退休

波拉克从IMF退休前最后的工作为稳定国际货币

体系提供了很多保障。20世纪60年代全球性美元短缺

导致了1969年SDR的产生，它是一种可以在国家之间

偿付的储备资产，而不用依赖主要国家的收支失衡。

例如，美元储备的供给取决于损害了美元价值的美国

国际收支赤字。IMF发行SDRs的方式可以像美联储这

样的国家中央银行发行美元一样。但是SDR刚发行出

来，全球流动性短缺就消失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美元失衡。

到20世纪70年代末，流动性短缺可能已经结束

拼字经济学

在1955年手术后的长时间康复期内，雅克•波拉克

用流行的桌面拼字游戏消磨时光。不久，他就把这种

构建单词的游戏引入了经济学分析——援引了凯恩斯

乘数和马歇尔利润最大化等一般概念来构造使玩家总

分最大化的公式。

经验不足的玩家会犯的原则性错误是想使每一轮

的得分最高，这种战略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包含着一种

成本：“付出了同一字母用于其他单词可能得分的代

价”，波拉克在1955年《美国经济评论》中的一篇文

章中认为。

波拉克构建了一个利益最大化公式用于说明在每

次游戏中如何最有效地利用100个字母块来造词，这

些字母按照顺序从1到10赋值，像E这样的常用字母被

赋值为1，Q和Z之类的少用字母被赋值为10。他提出

了三个规则：

• 赋值为1和2的字母应该每一次都使用，赋值为3
的字母可以每一次都使用。

• 赋值为4和5的字母只能在得分至少为两倍的时候

使用，但是玩家不应该坚持用它们取得三倍的得分。

• 赋值为8和10的字母几乎总是应该用来取得三倍

得分。

这些规则的推导可是比较复杂，但是“在实际应

用中很简单，即使对于初学者而言也如此”，他总结

到。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很久，波拉克提到他确实运

用了这些规则。令人难过的是，他总是败给完全不关

心拼字经济学的妻子。

了，但是波拉克认为SDR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那

时，美国经济表现不佳，美元在困境中挣扎，国际金

融体系处于动摇边缘。“对我而言，1978年9月是向

新任总干事Jacques de Larosière提出一个激进建议的

最佳时机，de Larosière对此非常支持，”波拉克讲述

到。这个提议是建立一个特殊的“替代”账户，各国

可以把不想要的不稳定的美元存入该账户，并兑换成

SDR。该账户将把SDR强化为一种主要资产，并且在

波拉克这样的支持者看来，有利于国际金融稳定。

De Larosière“发现美国财政部副部长Anthony 
Solomon对此很感兴趣，1979年我们和IMF副总裁

William Dale秘密进行着此事。”IMF委员会赞同这个

提议，并且似乎有把握在1980年4月召开的汉堡临时委

员会政策会议上获得批准。波拉克在1979年末正式退

休之后又停留了几个月帮助de Larosière创建该账户。

但是对该提议的支持突然消失了，一定程度上是由于

美元坚挺了。波拉克说，那些反对改革的国家支持建

立该账户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解决方案，并非因为他

们喜欢这个建议。当美元走强的时候，“他们看到了

维持现有体系的希望”，而“对这个体系进行根本性

改变的机会被错过了”。

波拉克离开基金组织之后的退休时光非常短暂。

1981年他接受了荷兰政府提供的他四年前曾经拒绝

过的职位：荷兰的执行董事，类似职务还包括南斯

拉夫、罗马尼亚、塞浦路斯和以色列。在这五国中，

南斯拉夫是最花费时间和挫折最多的——苏联解体后

东欧国家将面临的某些困难的一种预兆。除了这些问

题，他告诉《金融与发展》, 他发现作为董事会的成员，

小国的执行董事“扮演着董事会良心的重要角色”。

最近几年，包括从1987年到1997年分担IMF Peter 
Jacobsson基金会主席的工作，波拉克支持“把IMF改
造为更具常规性和谅解性的金融机构”。Boughton指
出，“波拉克在如何调整IMF的资产负债表方面做出

了开创性的工作。他的目标是取消本国货币持有量的

作用，把IMF重组为完全以SDR为基础的金融机构。

这个想法没有（或者尚未）被接受，但是它使资本负

债表的调整更加明晰，更像一家常规的银行。”

James L. Rowe，《金融与发展》高级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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